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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与农村居民社会网络: 信教者的朋友更多吗?
———基于 CLDS 数据的实证检验

王术坤 董永庆 许 悦*

摘要 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S) 数据，构建衡量社会网络的指标体系，运用

实证模型分析了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社会网络的影响。考虑内生性的结果显示: 与不信教者

相比，信教的农村居民社会网络规模更大、财务支持网规模更小，在情感支持网规模方面则没

有显著差异。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 PSM)、工具变量法( IV) 等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发

现，信教的农村居民社会网络规模更大以及情感支持网规模未见显著差异这两个结论高度稳

健，但是信教者比不信教者的财务支持网规模更小这一结论不够稳健。本文提供了宗教信仰

对农村居民社会网络直接影响的实证证据，为国内宗教与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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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丰富 ( 金泽和邱永辉，

2013)。根据中国宗教调查( China Religion Survey，CRS) ，中国宗教已经基本实现了与社

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大众道德、心理与人文教育等多个社会服务方面已经成为中国现

代化的建设性力量。世界价值观调查( World Value Survey，WVS) 的数据显示，2001—
2012 年我国信教者的比例由 6%迅速上涨至 13．7%，且宗教的信仰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

化。此外，有宗教信仰的中国居民中大多为农村居民( 金泽和邱永辉，2008) ，“宗教热”
在农村地区的迅速兴起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 谭飞等，2007)。宗教作为文化和价值

观的重要承载者，对我国农村居民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的宗教研究逐渐活跃，但是起步较晚且尚处于发展阶段( 金泽和邱永

辉，2012)。目前，将我国农村的宗教与社会、经济等结合起来的研究则更少，已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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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集中于宗教对社会保障( 郑风田等，2010)、社会信任( 阮荣平和王兵，2011)、公共支

出( 阮荣平和刘力，2011)、公共财政 ( 郭云南和王春飞，2017)、社会冲突 ( 阮荣平等，

2014) 等方面的影响。宗教与社会网络方面则留白更多，较有代表性的是阮荣平和王兵

( 2011) 分析了宗教信仰对个人化信任和社会化信任的影响，研究表明宗教对社会化信

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事实上，宗教是社会网络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 Putnam，2000) ，在个人和社会行为

的多方面都显示出了指引作用( Anderson 等，2004)。特别是对农村居民而言，其社会网

络仍以亲缘关系为主( 黄瑞芹，2009; 张文宏和阮丹青，1999) ，相比之下，信教的居民有

机会参加更多的宗教活动，更易与教友形成合作的态度( Guiso 等，2003) ，并且宗教信仰

能制约利己主义行为，促进信教者与陌生人合作( Buchanan，1971) ，形成更为丰富的社

会网络资源。但是，也有研究认为某些宗教会伴随着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报复心理

( Guiso 等，2003; Greer 等，2010) ，会对周围的人和社会产生不和谐的影响，使信教者的

社会网络规模减小。Welch 等( 2004) 认为，得出宗教与社会网络正相关结论的研究并

未考虑到其余重要变量对社会网络的影响，其在控制了收入、教育和地理位置等变量后

发现，信教者彼此之间更加不信任。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宗教形成的意

识形态对社会关系的构建并没有显著作用，只有在社会运动或者正式组织的推动下才

会对人际关系产生作用( Bainbridge 和 Stark，1981)。
由于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宗教信仰结构和社会环境相差较大，衡量指标不尽相同，

因此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宗教信仰对社会网络的影响可能也会有较大差异。为探究我国

农村地区宗教信仰对社会网络的影响，本文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 CLDS) ，对

我国 29 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 的 11 739 个农村居民样本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第三部分介绍微观调查数

据、相关变量的描述性分析以及模型设定; 第四部分主要汇报了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

第五部分对实证模型做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 第六部分进一步探讨了不同宗教对社会

网络的影响; 最后对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并讨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大量研究支持了社会网络在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的作

用( Jackson，2003; Wal 和 Boschma，2009; Cela 等，2015; 杨 汝 岱 等，2011; 易 行 健 等，

2012)。社会网络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是指不同个体间各种关系相联结形成的集合

( Kilduff 和 Tsai，2003) ，是由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体系 ( 阮丹青等，

1990)。社会网络主要通过传播信息和互相了解对个人的行为和态度产生影响。根据

嵌入理论，当个人的观点和行为嵌入社会关系和资源互换的网络中，就会形成“社会资

本”( Granovetter，1985) ，进而不同个体联合起来又会创造出持久的、功能完善的社会

( Borgatti 等，2009)。社会网络具有多个维度的分类方法，包括网络形式( Birley，1985)、
关系强度( Granovetter，1973)、网络主体( Butler 和 Hansen，1991; 张文宏等，1999)、联系

性质和主体对象( 叶敬忠，2004) 等。按照网络主体是个体或群体的不同划分，本文研究



38 2020 年第 2 期

的社会网络是指农村居民个体间的人际网络。
宗教信仰对社会网络的影响机制可用阮荣平和王兵( 2011) 所提出的宗教信仰的信

仰效应和组织效应来解释。这两种效应主要作用于信教者的个体化信任和社会化信任

水平。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不仅是社会网络的结果，也可能

是其前因( Smith 和 Lonhrke，2008)。通过增加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信

任可以促进合作，从而构建社会网络( Seligman，1997; 王宇和王士权，2017)。
宗教的信仰效应即通过重塑信徒的世界观、价值观等增加个体的信任水平。对于

农村居民而言，农村社会网络是一种较封闭的传统型乡村网络( 黄瑞芹，2009) ，其社会

网络关系主要以血缘关系、亲缘关系这类强关系为主( 费孝通，1985) ，罕有建立弱关系

联结的机会和意识。根据 CRS( 2015) 研究报告及本文数据显示，我国农村信教居民多

为受教育程度偏低的中老年人。对于这类人群而言，其社会网络构建的渠道更加受限，

精神更加空虚，该群体本身的弱势特征会导致其在正常的社会互动过程中更易产生“被

掠夺”感，易受到不平等遭遇感知( 霍鹏等，2018) ，其社会化信任感可能较低。通过宗教

实践，信仰效应可能使其产生更有共鸣感的社交体验，在社会交往中发掘更加平等的社

交关系，农村的中老年人信教者可能会因此寻求到更多的社会网络构建渠道。不少研

究表明，信教者往往具有善意的举动，更好的精神健康、更稳定的婚姻关系、更少的犯罪

和违法活动等( Iannacone 和 Laurence，1998; Putnam，2000; Brooks，2003，2005) ，且越是虔

诚的教徒越会愿意结识陌生人，和陌生人合作( Orbell 等，1992)。因此，信教者可能会

具有更高的个体信任水平，其扩张社会网络规模的主观意愿和机会可能会比非信教者

更大。
宗教的组织效应则是指宗教作为一种组织，会通过其组织性( 如集体活动) 等影响

个体的社会化信任水平。信教者通过参加定期的宗教活动( 如礼拜等) ，增加教会成员

的交往频度，提高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凝聚能力( Ruffle 和 Sosis，2007)。此外，信教者还

会更愿意参加志愿服务、捐赠活动等非正式的集体活动 ( Putnam，2000; Brooks，2003，

2005)。而社会参与频度的提升增加了扩大社会网络规模的几率。宗教信仰通过影响

信教农村居民的社交参与频度，可能会使其有更多的机会拓展弱关系社会网络，扩张其

社会网络规模。另一方面，根据 CRS，中国宗教与政府、国家之间保持着和谐关系，确保

了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建立。各级政府以主动的态势访问宗教场所，推动公民宗教信

仰自由的宪法权利实现。受到政府支持的宗教场所具有农村居民个人所不能及的社会

资本，在开展组织性的集体活动及社会慈善、志愿公益等活动时，会为农村信教居民提

供充足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支持。通过参加更多的宗教活动及慈善活动等非正式集体活

动，教友之间会形成较强的非正式社会互助机制( 阮荣平等，2014)。因此，宗教的组织

效应可能会增加弱关系资源的可获取范围，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和财务支持。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 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规模有正向作用。
H2: 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的情感支持网规模有正向作用。
H3: 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的财务支持网规模有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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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描述性分析与模型设定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CLDS)。CLDS 在全国范围内对以社区为追踪范围

的家庭展开两年一次的追踪调查，主要采用轮换样本追踪方式，同时还使用了多阶段、
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本文主要使用 CLDS 在 2014 年调查的截

面数据。该数据涵盖了调查样本的宗教信仰、社会网络、工作、迁移等多个内容，本文主

要选取与研究内容相关的变量进行分析。
CLDS( 2014) 调查对象涉及我国 29 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 级行政区( 除港澳台、西

藏、海南外)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选取居住社区为村委会且为农村户口的农村居民样本

进行分析，在剔除空缺值和异常值后得到有效样本 10 739 个。

( 二) 变量选取

本文从调查数据中选取了与宗教信仰和社会网络相关的变量。对于宗教的测量指

标，涉及的主要调查问题是农村居民信仰的宗教种类、参加教会的频率以及当地是否有

宗教建筑物等。本文借鉴郑风田等( 2010) 和阮荣平等( 2014) 选取宗教信仰的指标，如

果农村居民信仰宗教则为 1，不信仰宗教则为 0。
社会网络指标的选取。综合本文的研究问题，借鉴 Burt ( 1984)、Boyd 和 Ellison

( 2007)、张文宏和阮丹青( 1999)、章元等( 2008)、黄瑞芹( 2009) 等学者对社会网络的

测量指标，本文构建社会网络规模变量，在调查问卷中对应的问题为: ( 1)“在本地，您有

多少关系密切且可以得到他们支持和帮助的朋友?”同时本文将社会网络规模进一步细

分为情感支持网络规模和财务支持网规模，采用问题( 2)“在本地这些关系密切的人中，

您可以向他 /她诉说心事的有几个?”和( 3) “在本地这些关系密切的人中，您可以向她 /
她借钱( 5 000 元为标准) 的有几个?”分别予以测量。

另外，考虑到影响农村居民社会网络的因素较多，例如，不同的地域、民族、文化、村
民聚居状况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的社会网络，为了更加准确地识别宗教对社会

网络的影响，本文在相关文献( 张文宏和阮丹青，1999; 张文宏等，1999; 阮荣平等，2014;

Boyd 和 Ellison( 2007) ; Burchardi 和 Hassan，2013; 等等) 的基础上，选取了受访者个人层

面、家庭层面和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并且在模型中控制了省级层面的虚拟变量。其

中，个人层面主要包括受访者的性别、民族、年龄、婚姻状况、是否中共党员、教育、工作

类型等。家庭层面主要包括家庭收入和家庭人口数。村庄层面我们选择了本村户籍人

口数量。由于受访者的工作种类较多，本文将工作分为五类，即行政事业单位及公有制

企业( 包括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军队; 国有与集体事业单位; 国营企业; 集体企业; 村居

委会等自治组织的工作人员)、私有企业( 包括民营、私营企业，外资、合资企业)、自雇佣

( 包括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务农和没有工作。另外，本文将受访者家庭收入平均

分为五组，即低收入组、中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具体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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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和说明参见表 1。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变量描述

因变量

社会网络 11．20 21．09 0 200 在本地，您有多少关系密切，可以得到他们支持和帮助的朋友/熟人?

情感支持网 4．14 6．42 0 150 这些关系密切的人中，您可以诉说心事的有几个?

财务支持网 3．03 4．61 0 50 这些关系密切的人中，您可以借钱( 5 000 元为标准) 的有几个?

自变量

信教 0．13 0．34 0 1 0=否; 1=是

性别 0．52 0．50 0 1 0=男; 1=女

民族 0．13 0．34 0 1 0=汉族; 1=少数民族

年龄 45．45 14．87 15 90 周岁( 年)

婚姻状况 0．84 0．37 0 1 0=没有伴侣( 包括未婚、离异和丧偶) ; 1=有伴侣

工作类型 3．83 1．05 1 5 1=事业单位; 2=私有企业; 3=自雇佣; 4=务农; 5=没有工作

中共党员 0．04 0．19 0 1 0=否 1=是

教育 2．48 1．02 1 5 1=文盲; 2=小学; 3 初中; 4=高中; 5=大专及以上

工作经历 1．51 0．76 0 2 0=无工作; 1=有打工经验; 2=无打工经验

收入分组 3．23 1．26 1 5 1=低收入; 2=中低收入; 3=中等收入; 4=中高收入; 5=高收入

家庭人口 4．90 2．01 1 20 被访者家庭总人口数

村户籍人口 2 503 2 254 120 20 100 被访者所在村 15—64 岁的人口数

工具变量

教堂 0．08 0．28 0 1 本村是否有教堂: 0=否; 1=是

寺庙 0．34 0．47 0 1 本村是否有寺庙: 0=否; 1=是

清真寺 0．05 0．21 0 1 本村是否有清真寺: 0=否; 1=是

注: 工作类型、教育、工作经历、收入分组在下面实证模型中分别采取分组的虚拟变量。

( 三) 描述性分析

1． 农村居民的宗教信仰

根据 CLDS 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地区农民信教比例为 13．3%，这一数值与目前文

献中使用的其他微观调查数据的结果较为相近。例如，阮荣平等( 2014) 利用中国综合

社会调查(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 在 2006 年、2008 年和 2010 年的调查数

据得出，中国信教者的比重分别为 10．2%、11．9%和 12．7%; WVS 在中国的调查显示，

2001 年、2007 年和 2012 年中国信仰宗教的比例为 6%、11．2%和 13．7%; 郭云南和王春

飞( 2017) 利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固定观察点调查”的村级数据显示，有超过

一半的村有宗教信仰，但是信徒比重偏低，约占调查村总人口的 10%。由此从侧面反映

出 CLDS 数据中关于宗教调查的数据是可靠的。
表 2 描述了受访地区我国居民的信教情况。我国农村居民主要信仰佛教、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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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和基督教，三种宗教信仰人数占样本总人数的 12．3%，占信教人数的 92．5%。这一数

据略高于利用 CGSS( 2006) 数据得出的 80%( 阮荣平等，2014) ，显示出这三大宗教在我

国的传播日趋广泛。在信仰宗教的农村劳动力中，信仰佛教的人数最多，占到 6．8%; 其

次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分别占到 3．2%和 2．3%。该组数据中，佛教徒和基督教徒的比

例与 WVS 在中国 2012 年调查的数据接近，WVS 数据显示 2012 年佛教徒和伊斯兰教徒

的比例分别是 9．2%和 2．5%。

表 2 样本地区我国农村居民不同宗教的信仰情况

宗教 无宗教 佛教 伊斯兰教 基督教 天主教 道教 其他变量

比例 86．7 6．8 3．2 2．3 0．1 0．2 0．7

2． 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规模

通过表 1 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规模平均达 11 人，情感支持网络规

模为 4 人，可借钱 5 000 元以上的财务支持网规模为 3 人，规模依次递减。由此可见在

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中，能起到情感支持和财务支持作用的社交网络规模较小，仅占总

社会网络规模的 1 /3 左右。
3． 宗教信仰与社会网络规模

如表 3 所示，就社会网络规模而言，有宗教信仰的农村居民社会网络规模明显比无

宗教信仰者大，平均每人多出 4．5 个好友。但在情感支持网规模和财务支持网规模方面

直观上没有显著差异，需进行进一步分析。

表 3 信教者与非信教者的社会网络规模对比

所有朋友或熟人 诉说心事的朋友或熟人 借钱 5 000 元以上的朋友或熟人

有宗教信仰 17．9 5．0 3．3

无宗教信仰 13．4 4．3 3．0

( 四) 模型设定

为进一步探讨两者的因果关系，衡量宗教对社会网络影响的大小，在控制其他变量

的基础上，本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

yi =α+β1i reli+β2iΩ+μ
其中，因变量 y 为衡量社会网络的三个指标，i= 1，2，3 分别表示社会网络、情感支持网和

财务支持网。reli 表示有无宗教信仰( 0 =不信教; 1 =信教) ，Ω 表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

个人层面、家庭层面、村庄层面和省级虚拟变量的控制变量，即受访者的年龄、婚姻状

况、工作类型、是否是中共党员、受教育程度、工作经历、收入、家庭人口数、村户籍人口

和省级虚拟变量。
后文实证分析时，首先在此模型的基础上建立 OLS 基准回归，然后进行工具变量回

归检验假设 H1、H2 和 H3，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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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 证 分 析

( 一) OLS 回归结果

首先采用最小二乘法( OLS) 进行基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表 4 第 2 列为

宗教对社会网络规模的回归结果，第 3 列为宗教对情感支持网规模的回归结果，第 4 列为

宗教对财务支持网规模的回归结果。通过三个模型结果可以看出，在不考虑内生性的情

况下，宗教信仰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规模表现出不同的影响程度。具体分析如下:

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大部分变量的结果符合预期，并且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显著

性。通过表 4 显示，相对于不信教的农村居民，信教者拥有更大规模的社会网络和情感

支持网，假设 H1 和 H2 得到支持。但在财务支持网规模则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假设

H3 未得到支持。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信教的农村居民比不信教者的社会网络规

模平均高出 1．84 个好友( 表 4 中第 2 列的第 2 行) ，情感支持网规模高出 0．63 个好友

( 表 4 中第 3 列的第 2 行) ，两者都表现出高度的显著性。对于财务支持网规模而言，虽

然估计系数是正向的，但是在统计意义上不够显著( 表 4 中第 4 列的第 2 行)。可见，信

教者和不信教者的财务支持网规模没有显著差异。
对于其他控制变量，也可以得出影响农村居民社会网络规模的因素。例如，女性居

民的社会网络规模显著低于男性居民。属于中共党员的农村居民具有更大规模的社会

网络等。其他变量在三个模型中表现的结果略有不同，在此不做赘述。

表 4 信教对农村居民社会网络的影响

社会网络 情感支持网 财务支持网

信教 1．84＊＊＊ 0．63＊＊ 0．09

( 信教= 1) ( 0．63) ( 0．26) ( 0．13)

性别 －1．43＊＊＊ －0．44＊＊＊ －0．47＊＊＊

( 男性= 1) ( 0．29) ( 0．10) ( 0．07)

汉族 －0．99* 0．17 0．16

( 0．60) ( 0．27) ( 0．14)

年龄 0．14＊＊ 0．06＊＊ 0．09＊＊＊

( 0．07) ( 0．03) ( 0．02)

年龄的平方 －0．00* －0．00* －0．00＊＊＊

( 0．00) ( 0．00) ( 0．00)

婚姻 －0．09 0．09 0．52＊＊＊

( 0．55) ( 0．21) ( 0．13)

工作类型a

私有企业 －1．64 －0．45 －0．44

( 1．17) ( 0．41) ( 0．31)

自雇佣 －0．02 －0．16 －0．32

( 1．16) ( 0．40) (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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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社会网络 情感支持网 财务支持网

务农 －1．54 0．02 －0．62＊＊

( 1．11) ( 0．38) ( 0．31)

没有工作 －2．03* －0．10 －0．84＊＊＊

( 1．15) ( 0．41) ( 0．31)

中共党员 4．35＊＊＊ 1．39＊＊＊ 0．95＊＊＊

( 1．04) ( 0．44) ( 0．26)

教育b

小学 ( 1．04) ( 0．44) ( 0．26)

0．41 －0．04 0．17

初中 ( 0．49) ( 0．19) ( 0．11)

0．55 0．27 0．32＊＊＊

高中 ( 0．56) ( 0．21) ( 0．12)

1．57＊＊ 0．55＊＊ 0．75＊＊＊

大专及以上 ( 0．68) ( 0．25) ( 0．16)

1．99* 1．09＊＊ 1．32＊＊＊

工作经历c

有外出打工经验 －1．35* 0．04 0．26

( 0．76) ( 0．27) ( 0．17)

无外出打工经验 －1．78＊＊＊ 0．02 0．10

( 0．65) ( 0．24) ( 0．15)

收入分组d

中低收入组 0．00 0．16 0．13

( 0．71) ( 0．26) ( 0．16)

中等收入组 0．65 0．21 0．29＊＊

( 0．66) ( 0．23) ( 0．14)

中高收入组 0．83 0．65＊＊ 0．56＊＊＊

( 0．74) ( 0．26) ( 0．17)

高收入组 0．99 0．57＊＊ 0．80＊＊＊

( 0．89) ( 0．28) ( 0．19)

家庭人数 －0．11 －0．06* 0．03

( 0．10) ( 0．03) ( 0．02)

村户籍人口 －1．80＊＊＊ －0．17* －0．30＊＊＊

( 0．44) ( 0．10) ( 0．08)

省级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8．44＊＊＊ 2．82＊＊ 2．38*

( 3．26) ( 1．42) ( 1．27)

观察值 11 712 11 739 11 725

注: ( 1) 括号内的数字为稳健性; ( 2) * 、＊＊、＊＊＊分别代表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 3) 参照组: a 为政府

和事业单位，b 为文盲，c 为没有工作过，d 为低收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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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考虑到以下两个原因，本文 OLS 回归结果可能存在内生性: 第一，信教和社会网络

可能互为因果关系，即社会网络规模大的居民也可能被其所处的社会网络影响而信教。
第二，遗漏变量问题。农村社会中一些不可观察的因素也有可能影响农村居民的社会

网络规模。例如，农村中的风土人情、集体意识等，这些变量在本文的模型中没有充分

进行控制。因此，上述 OLS 回归结果仅能刻画出信教和社会网络规模的相关关系，却很

难衡量二者的因果关系。为克服上述模型中的内生性，本文主要采用工具变量的识别

策略进行解决。
1． 工具变量的选择

本文主要选取“本村是否有教堂”或者“本村是否有清真寺”作为工具变量。首先，

从现实意义的角度讨论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1) 时间上的外生

性。一般情况下，村中修建的宗教建筑物时间较早，一般情况下，早于样本人群形成社

会网络的年龄。因此，该变量不会对社会网络产生影响。( 2) 空间维度上的外生性。宗

教建筑物属于外生地理标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当地居民信教的可能性，但是对农

村居民的社会网络规模没有影响。因此，从时间和空间角度看，本村宗教建筑物与农村

居民是否信教有关，与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规模无关。为进一步验证工具变量的有效

性，我们对不同宗教建筑物组合的工具变量进行弱工具变量和过度识别检验，如表 3 所

示，本文主要验证了三种情况: 模型( 1) 选取本村是否有教堂、清真寺和寺庙作为工具变

量; 模型( 2) 删除了不显著的寺庙变量，以本村是否有教堂和清真寺作为工具变量; 模型

( 3) 选取本村有清真寺或者教堂作为工具变量。
通过表 5 显示，3 个模型弱工具变量的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均在大于 10%的

水平上拒绝弱工具变量的临界值( 约 16．4) ，因此，三个模型都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

题。但是，由于模型( 1) 和模型( 2) 的过度识别检验指标 LM 统计量 P 值为 0，所以模型

( 1) 和模型( 2) 存在过度性识别问题，而模型( 3) 则通过了过度识别检验。由此本文采

用模型( 3) 作为工具变量的第一步回归，即选择本村是否有教堂或者清真寺作为基准模

型中信教( reli) 的工具变量。

表 5 工具变量选择: 本村宗教建筑对信仰宗教的影响

( 1) ( 2) ( 3)

教堂 0．07＊＊＊ 0．07＊＊＊ －

( －0．01) ( －0．01) －

清真寺 0．67＊＊＊ 0．67＊＊＊ －

( －0．02) ( －0．02) －

寺庙 0．01 － －

( －0．01) － －

教堂或者清真寺 － － 0．29＊＊＊

－ －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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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1) ( 2) ( 3)

其他变量 略 略 略

样本量 11 712 11 712 11 712

Adjusted R2 0．19 0．19 0．13

F 统计量 52．20 57．00 37．80

弱工具变量检验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344 502 525

过度识别检验

LM 统计量 P 值 0 0 －

注: ( 1) 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 ( 2) * 、＊＊、＊＊＊分别代表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2． 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

估计结果如表 6 所示，信教者具有更大的社会网络规模和更小的财务支持网规模，

在情感支持网规模方面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就社会网络规模而言，信教的居民比不

信教的居民平均多 5．18 个朋友，并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 表 6 中第 2 列的第 2 行)。与

OLS 回归结果相比，其系数有所增加，但显著性水平是一致的。对情感支持网规模而

言，信教对情感支持网规模的影响不显著( 表 6 中第 3 列的第 2 行) ，但是变量的符号和

OLS 回归结果相同。对于财务支持网络而言，信教者比不信教者的财务支持网平均少

2．85 人，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这一结果与 OLS 估计的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均差异较大

( 表 4 中第 4 列的第 2 行)。
总体来看，工具变量的结果与 OLS 的估计结果呈现出一定的变动。假设 H1 得到支

持，假设 H2 未得到支持，假设 H3 得到相反的结论，即信教的农村居民财务支持网规模

更小。对此，本文在后面进一步做了稳健性检验。

表 6 信教与农民的社会网络: 使用 IV 估计的结果

社会网络 情感支持网 财务支持网

信教 5．18＊＊＊ 0．71 －2．85＊＊＊

( 信教= 1) ( 1．97) ( 1．32) ( 0．80)

控制变量

个人层面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层面 控制 控制 控制

村庄层面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8．39＊＊＊ 3．71＊＊＊ 2．48＊＊

( 2．98) ( 1．33) ( 1．19)

观察值 11 712 11 738 11 725

注: ( 1) 括号内的数字为稳健性; ( 2) * 、＊＊、＊＊＊分别代表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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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信教影响社会网络的异质性渠道

正如前面理论部分解释，信仰宗教人群可能更愿意通过参加宗教活动、集体活动以

及慈善活动等非正式性的活动来增加社会网络的构建。为进一步探讨信教人群影响社

会网络的途径，本文试图从农村居民参与组织活动的角度探讨信教人群对社会网络影

响的机制。
由于 CLDS 数据库中缺少反映农村居民参与组织活动的相关变量，本文采用 CGSS

( 2010) 调查数据进行检验。选取“参与宗教活动的频率”“捐赠行为”和“参与社交活动

频率”三个指标反映农村居民参与组织活动的情况。“参与宗教活动的频率”从某种程

度上可以代表正式的宗教活动，“捐赠行为”可以代表非正式的宗教活动，“参与社交活

动频率”可以代表宗教外的其他组织活动。参与宗教活动的频率主要询问农村居民“您

参加宗教组织或场所活动的频率如何?”。受访者从“一年不到 1 次”“一年 1—2 次”
“一年几次”“一月 1 次”“一月 2—3 次”“差不多每周都有”“一周几次”7 个选项中进行

选择，作者将“一年 1—2 次”和“一年几次”归为一类，“一月 1 次”和“一月 2—3 次”归

为一类，“差不多每周都有”和“一周几次”归为一类，因此最后分为五个等级并且频率

依次增加。“捐赠行为”主要是询问受访者“在过去的一年中，是否向宗教机构和个人

( 例如，神父、牧师、和尚等) 捐赠钱或物”。“参与社交活动频率”主要是询问受访者在

过去一年的空闲时间中参加社交活动的频率。受访者从“从不”“很少”“有时”“经常”
和“总是”五个不同等级中选择一个回答。由于参加宗教活动频率和社交活动的频率依

次增加，此处采用 Ordered-Logit 模型进行估计。“是否向宗教机构捐赠”只有两项选择，

采用 Logit 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 7。
通过表 7 得出，信教的农村居民更愿意参加宗教活动、更愿意向宗教机构捐赠财物

以及更愿意在空闲时间参加社交活动。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信教的农村居

民显著地参加更多的宗教活动( 表 7，第 2 行第 2 列)。由此可以判断，信教人群可能会

通过参加更多的宗教活动来增加自己的社会网络规模。并且，信教人群更愿意向宗教

机构捐赠财物，更愿意参加一些慈善活动( 表 7，第 2 行第 3 列)。除了宗教活动外，我们

也可以看出信教人群更愿意在空闲时间参与社交活动( 表 7，第 2 行第 4 列)。由此可以

看出，信教的农村居民可以通过参加更多的宗教活动以及其他的社会活动获取更大的

社会网络规模。

表 7 信教对参与社会活动的影响结果

参加宗教活动的频率 是否向宗教机构捐赠 参与社交活动频率

信教 3．45＊＊＊ 1．78＊＊＊ 0．39＊＊

( 信教= 1) ( 15．83) ( 9．35) ( 2．57)

控制变量

个人层面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层面 控制 控制 控制

村庄层面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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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参加宗教活动频率 是否向宗教机构捐赠 参与社交活动频率

省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略 略 略

观察值 1 642 1 628 1 636

注: ( 1) 括号内的数字为稳健性; ( 2) * 、＊＊、＊＊＊分别代表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五、稳 健 性 检 验

为进一步检验模型结果的稳健性，下面将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其他工具变量以及

CLDS 的 2016 年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

( 一) 倾向得分匹配法

倾向得分匹配法(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 试图通过匹配再抽样的方法使观测

数据尽可能地接近随机试验数据，减少观测数据的偏差。本文分别使用一对一匹配、半径

匹配和核匹配三种方法进行匹配，由于匹配结果相似，本文只汇报一对一匹配的结果。图

1 至图 3 分别是对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情感支持网和财务支持网模型进行平行性假设和

共同支撑假设的验证结果。每幅图的左侧为平行性假设，右侧为共同支撑假设。不难看

出，在计算平均干预效果( ATT) 之前，我们的数据很好地满足了这两个假设。
估计结果如表 8 所示。信教者比不信教者的社会网络平均多 2．3 人，且 t 值为 2．48

( 大于 1．96) ，结果高度显著。同样，信教者比不信教者的情感支持网平均多 0．68 人，也

是高度显著的。但是，财务支持网匹配后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可见信仰宗教的农村

居民比不信教者拥有更大的社会网络规模这一结果依然是稳健的，而情感支持网规模

和财务支持网规模方面结论不够稳健。

图 1 社会网络的平行性假设和共同支撑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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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情感支持网的平行性假设和共同支撑假设

图 3 财务支持网的平行性假设和共同支撑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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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使用 PSM 估计的宗教信仰对社会网络的影响结果

变量 匹配类型 控制组 对照组 差异 标准误 t 值

社会网络 Unmatched 11．30 10．09 1．21 0．49 2．48

ATT 11．32 9．03 2．30 0．68 3．36

情感支持网 Unmatched 4．54 3．95 0．58 0．17 3．36

ATT 4．54 3．86 0．68 0．26 2．62

财务支持网 Unmatched 2．86 2．74 0．121 0．11 1．04

ATT 2．86 2．47 0．40 0．26 1．54

注: 此处只汇报一对一的近邻匹配结果，半径匹配和核匹配所得结果相似，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 二) 采用其他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上文中主要采取“受访者所在村是否有宗教建筑物”作为工具变量估计信教对受访

者社会网络规模的影响。然而，不同地区的村庄宗教建筑物的数量不同，进而对当地居

民信教的影响程度产生差异。基于此，本文采取“受访者所在村中教堂、清真寺和寺庙

的数量”作为受访者是否信教的工具变量，进一步对上述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回

归结果如表 9 所示。
通过表 9 第 2 行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采用“受访者所在村中宗教建筑物数量”作

为工具变量估计的结果与采用“是否有建筑物”的估计结果差异不大。因此，可以进一

步得出，信教的农村居民社会网络规模显著增加，微弱减少财务支持网规模，但是对情

感网络没有显著影响。

表 9 信教与农民的社会网络: 使用宗教建筑物数量作为Ⅳ

社会网络 情感支持网 财务支持网

信教 2．86＊＊ 0．28 －0．57*

( 信教= 1) ( 1．37) ( 0．61) ( 0．32)

控制变量

个人层面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层面 控制 控制 控制

村庄层面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6．63＊＊ 3．73＊＊＊ 1．57

( 2．73) ( 1．25) ( 1．10)

观察值 10 861 10 861 10 403

注: ( 1) 括号内的数字为稳健性; ( 2) * 、＊＊、＊＊＊分别代表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 3) 第一步回归结果

中工具变量都在 1%水平上显著，因篇幅原因在此不做汇报，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 三) 利用 2016 年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

本文前述模型使用的是横截面数据，体现的是个体的个性，通常横截面数据表现的

是无规律的而非真正的随机变化。为克服无法观测的异质性，作者选取 CLDS2016 年的

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此处采取“村中是否有宗教建筑物”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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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结果如表 8 所示。
通过表 10 所示，2016 年调查数据的模型估计结果与使用 2014 年调查数据结果类

似。信仰宗教的农村居民依然具有更大规模的社会网络，估计系数由 5．18 减小到 4．64。
宗教信仰对情感支持网依然不显著，并且估计的系数符号依然相同。但是，宗教信仰对

财务支持网的估计结果变得不再显著，但是影响的符号依然相同。

表 10 信教与农民的社会网络: 使用 IV 估计的结果( 2016 年数据)

社会网络 情感支持网 财务支持网

信教 4．64＊＊＊ 1．75 －0．38

( 信教= 1) ( 0．96) ( 1．23) ( 2．45)

控制变量

个人层面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层面 控制 控制 控制

村庄层面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85 1．82 8．64＊＊＊

( 0．82) ( 1．33) ( 2．57)

观察值 11 003 11 041 11 038

注: ( 1) 括号内的数字为稳健性; ( 2) * 、＊＊、＊＊＊分别代表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六、进 一 步 探 讨

为进一步分析不同宗教信仰对社会网络的影响，接下来作者将宗教细分。本文对

宗教采取两种细分方法: 一是将宗教分为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 二是分为

本土宗教、非本土宗教和其他宗教①。由于不同的宗教信仰都存在内生性，难以对每个

变量都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因此，作者只是细分宗教后采取 OLS 回归，进行简要探

讨。回归结果如表 11 和表 12 所示。
通过表 11 可以看出，不同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表现出差异化的影响。

信仰佛教的农村居民具有更多的社会网络，其中包括更大的社会网络规模、情感支持网

规模和财务支持网规模。信仰基督教的农村居民具有更小的财务支持网规模。如表 12
所示，信仰本土宗教的农村居民社会网络规模更大，包括更大的情感支持网规模和财务

支持网规模。但是，信仰非本土宗教的居民拥有更小的财务支持网规模，社会网络规模

和情感支持网规模没有表现出显著变化。上述分析与 CRS 的调查结果相吻合，佛教是

最具有影响力的传统宗教，并且在公益慈善方面贡献最多。信教者可以通过更多的慈

善活动拓展社会网络规模。

① 此处借鉴郭云南和王春飞( 2017) 在《经济学( 季刊) 》发表的《本土宗教、宗族网络与公共财政》中的分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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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不同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社会网络的影响

社会网络 情感支持网 财务支持网

宗教种类( 不信教为基准组)

基督教 1．11 －0．14 －0．63＊＊＊

( 1．41) ( 0．36) ( 0．21)

佛教 2．39＊＊＊ 1．10＊＊＊ 0．95＊＊

( 0．85) ( 0．38) ( 0．42)

伊斯兰教 1．36 0．51 －0．33

( 1．29) ( 0．79) ( 0．34)

控制变量

个人层面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层面 控制 控制 控制

村庄层面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8．62＊＊＊ 2．99＊＊ 1．62

( 3．26) ( 1．41) ( 1．41)

观察值 10 617 10 617 10 864

注: ( 1) 括号内的数字为稳健性; ( 2) * 、＊＊、＊＊＊分别代表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表 12 本土宗教和非本土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社会网络的影响

社会网络 情感支持网 财务支持网

宗教种类( 不信教为基准组)

本土教 2．30＊＊＊ 1．07＊＊＊ 0．92＊＊

( 0．83) ( 0．37) ( 0．41)

非本土教 1．12 0．03 －0．53＊＊＊

( 0．99) ( 0．35) ( 0．18)

其他宗教 1．36 0．51 －0．33

( 1．29) ( 0．79) ( 0．34)

控制变量

个人层面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层面控制 控制 控制

村庄层面控制 控制 控制

省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76 3．42＊＊ 1．95

( 3．57) ( 1．43) ( 1．47)

观察值 10 617 10 617 10 864

注: ( 1) 括号内的数字为稳健性; ( 2) * 、＊＊、＊＊＊分别代表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另，本土教为佛教、
道教; 非本土教为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52 2020 年第 2 期

七、研 究 结 论

利用 CLDS 的全国微观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信教对农村居民社会网络的影响。在

OLS 模型的基础上，本文运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同时，采取了多种方法对研

究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最终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规模呈显著正向作用。这一结论与已有研

究结论是基本一致的。宗教通过影响信教者的价值观和信仰，对其行为和决策产生影

响( 郭云南和王春飞，2017)。从精神层面来看，信教者会更加信任对方，更愿意结识陌

生人，与陌生人合作( Iannaccone，1998; Orbell 等，1992)。他们往往具有善意的举动和更

好的精神健康等( Iannaccone，1998; Putnam，2000)。对于一般农村居民而言，其社会网

络构成常以同村的亲戚、邻居为主，与陌生人接触的机会和意愿较少( 黄瑞芹，2009) ，信

教人群可能有更开放的心态，更主动地与陌生人进行接触和交流，因此信教的农村居民

会结识更多好友。
从行为层面来看，农村中老年居民闲暇时间通常是与相熟的亲友在一起，且娱乐活

动较为单一，很难有机会像城市居民那样通过某一兴趣爱好扩展其社交范围，故其社会

网络也以亲缘关系为主( 黄瑞芹，2009; 费孝通，1985)。而调查数据表明，我国信仰本土

宗教者通常有更多的宗教仪式和宗族活动( 郭云南和王春飞，2017)。宗教信仰能增加

教会内部信教群众的社会互动频度，通过统一教会条例使信教群众社会规范趋同，增加

其相互信任程度，提高信教群众的互惠、信任与规范( 霍鹏等，2016)。通过参加更多的

宗教活动及非正式的集体活动，信教者可以增加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 Ruffle 和 So-
sis，2007; Putnam，2000; Brooks，2005)。因此，有宗教信仰的农村居民社会网络扩张可能

性更大，宗教对社会网络规模呈正向显著影响。
第二，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的情感支持网络规模无显著作用。在普通好友数更多

的基础上，信教的农村居民可诉说心事的好友却未随之增多。考虑到我国农村社会差

序格局的影响，农村居民的熟人信任水平可能低于家人信任水平 ( 阮荣平和王兵，

2011)。已有研究表明，在农村居民的重要问题讨论网中，占主要地位的仍是父母、配偶

( 费孝通，1985; 张文宏，2006)。农村居民在情感行为中使用更多的是强关系( 黄瑞芹，

2009) ，邻居、朋友这类非亲缘弱关系本身就占比较小。因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宗教信

仰对家人信任水平的增加作用低于其对熟人信任水平的增加作用，所以未见其对情感

支持网规模的显著影响。
第三，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的财务支持网规模存在负向影响。但这一结论并没有

在稳健性检验中表现出一致的结论。因此，对于这一结论我们应有所保留地对待，宗教

信仰对财务支持网的作用还应进行进一步探究。
第四，区分不同宗教的研究结果表明，信仰本土宗教特别是信仰佛教对农村居民的

社会网络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CRS 的研究报告表明，佛教是最具影响力的中国传统

宗教，其在公益慈善方面的贡献也是最大的。这从侧面印证了本文的研究结果。信仰

本土宗教特别是信仰佛教的农村居民可能存在更多有相同信仰的信徒伙伴，给予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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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支持; 同时在社会交往中会有更加丰富的异质性渠道，更多地参与正式的宗教活动

及非正式的公益慈善活动、志愿活动，从而有更多的机会扩展个人的社会网络规模。相

比之下，外来宗教更难被社会大众所接受，更容易产生彼此之间的“陌生感”，从而影响

其信教者的普遍信任水平( 霍鹏等，2018) ，因此导致信仰外来宗教的居民社会网络规模

更小。
本文对我国农村居民信教对社会网络的影响进行了较为严谨的研究。已有的相关

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国内对于宗教与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尚少，对于农村居民宗

教信仰和社会网络的实证研究更是几乎空白。本文运用微观调查数据，将研究主体聚

焦于农村居民的宗教信仰，所得描述性分析对于摸清我国农村居民日益变化的宗教信

仰情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构建的计量经济模型则更深入地检验了宗教信仰对农

村居民社会网络的影响。正如 CRS 研究结果所示，当代的中国宗教与国家和政府之间

保持了和谐的关系，从民众的灵性、道德、心理以及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对中国

社会的现代化、全球化作出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贡献。我国政府应当合理引导宗教组织

健康发展，促使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更好地发挥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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